
 

这是我的选择 
文 / 一位在港多年的内地生 

 

刚从金钟回来。走到添马公园，朋友说，这大草坪，多好。 

 

白天又和一波在大陆的朋友，或者在香港的大陆朋友，快要走到关系尽头。

他们不是脑残，也不是白痴，他们是大陆或香港或外国一流大学毕业的研究生、

博士，教育背景很好，专业遍涉文理工商社科医法。他们是我的朋友，是很好的

人，只是对这一两年在香港发生的事，和我的看法、感受越来越不同。我没有和

他们绝交，但我知道，有些选择注定此生不同。 

 

我一直在想这是为甚么，我尝试回忆他们谈论这些时候的言语措辞、表情语

气： 

 

怀疑虚无的说：总以为真理在自己一方难免一叶障目，谁都不要觉得自己是

对的，争取的东西一定是好的。蓝图有很多种，民主未必是好的。 

 

深谋远虑的说：我尊重他们在做的事，但这样在策略上是无效的，只能导致

更大的混乱。 

 

利益考量的说：经济永远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香港没有筹码，在地缘政

治上，世界局势上，它都是弱者。（好像一切不义的事情在这里都应该被默许，

因为它是弹丸之地） 

 

没有人喜欢被揭短，尤其当内心深处知道这是短。当他们离开中国大陆，总



被人问，你知道六四吗？一连串名字、事件抛向他们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这是

善意的疑问。他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挑衅，对他们判断力的挑衅，智力的挑衅，于

是年轻的知识精英们对此非常鄙夷。他们会自信的说，我的国家很好。内心的不

确定和空虚，也会化为一种愤怒：你凭什么站在道德高地上，用这样的优越感质

问我？！ 

 

大陆人对苦难是有共鸣和感情的，对于那些他们认为屁大点事就闹的地方，

很看不惯。同样都是人，我们一直这样生活也没见怎么样，你凭什么。我们有地

沟油、毒奶粉，我们还是长大了；我们小学戴红领巾，大学考毛邓马，写的文章、

做的杂志也比你们强，拿到外国名校 offer 的也比你们多，你们凭什么。文革过

去也有杨绛、木心这样高贵的灵魂，极权国家反而有更丰富、优秀的作者。你们

长着一张没有被欺负过的脸，过着媚俗的生活。 

 

他们觉得只有忍耐，深深的忍耐，在自己尽可能的范围争取生存，博弈，有

一天才有资格有资本和世界说不。他们说这条路很漫长，你们急什么。百年大计，

岂容一时激进而毁于一旦。 

 

去年，朱嘉明先生来中大，和卢思骋、张秀贤对话，题目是：关于理想的世

代对话。他说，在欧洲教书这么多年，每次回到中国，那里的孩子总是那么沈重，

没有欧洲年轻人的热情和轻松。（我第一次见到这种热情和轻松，是在台湾）他

说，你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政治迫害，没尝过饥饿的滋味，为甚么活得这么沈重，

好像时刻在忧虑生存。如果父母吃过的所有苦，变得富裕了，是为了告诉孩子，

你应该像我们一样隐忍，才能不再贫贱的活着，那真的太悲哀。 

 

是，我们在还没长大的时候就老了。这样的印记太深太深，难以摆脱。他们

说世界只认得那个成事者，于是他的手段也都是策略，变得正当。一个理想主义



的 loser 注定会后悔的。他们不相信没有经济保障，可以过有尊严的生活，不相

信正直、公益、不求回报。他们不能明白，西西这样的作家，许鞍华这样的名导

演，也可以安于不买房子过着普通生活，他们不能明白，文人不做公知没有圈子，

也可以活得很自在。因为确实没见过，见过也被骗过。 

 

我想起《过于喧嚣的孤独》的结尾，面对进步的系统，无可逆转的时代，废

纸打包工汉嘉最终把自己打包了：「我不去梅朗特立克印刷厂的地下室捆白报纸，

我像塞内加一样，像苏格拉底一样，我选择了倒在我的压力机里，倒在我的地下

室，也就是说在这里升天。虽然压板已在挤压我所在下巴底下的双腿和其他部位，

我拒绝被赶出我的天堂，我在自己的地下室，没有人能把我从这里赶出去，没有

人能把我调离这里。一个书角顶着我的一根肋骨，我不由得呻吟起来，我仿佛注

定要在自己制造的刑具上认识最后的真理。」 

 

今天我的选择纯属个人选择，你甚至可以说它处于某种自私，它不是行动策

略，没有想过要为大多数人的明天。但这是我的选择，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甚

至不苛求你理解的选择。 

 

明天很令人担心，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今夜，还是祝所有人晚安。 


